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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提供形式合法性的同时，对其公开范围作出了一定

的限制。但出于行政主体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理解存在偏差、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实践中的行

政处罚决定公开仍存在着地区标准有所差异、容易侵犯个人隐私、面临功能异化的风险等诸多现实问题。

建议明确制度功能，引入行为标准，进一步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明确比例原则、区分处理原则

的适用，从而更好地规范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活动，实现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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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48 of the newly revis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provides formal legitimacy for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certain re-
strictions on the scope of its disclosure. However, due to the devi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ub-
jec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and the 
lack of system supply,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such as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standards, easy invasion of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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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 privacy, and the risk of functional alien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clarify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introduce behavioral standards, further define the “having a certain social impact”, and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on, so as 
to better regulate the public activities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and achieve the unifica-
tion of their legal and soci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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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的推进，作为行政执法公示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制度被逐渐推广，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2021 年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增加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

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的规定，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进一步提供了形式合法性，并对其作出了一定的限制。

然而，由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并不清晰、缺乏统一的公开标准等诸多原因，实践中的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仍然存在着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各地操作标准有所差异等诸多争议，影响了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作用的发挥，需要对其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2. 问题的提出 

近日，杭州市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活动频繁引发关注。2023 年 4 月，“杭州公开一批色狼行政处罚结

果”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起因是有读者发现杭州市政府网上实名公开了一批针对在地铁上猥亵女乘

客的违法者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为此举能够有效震慑不良风气，值得推广。但也有观点认为直接

将被处罚人的姓名予以公开的举动曝光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有侵犯他人隐私权之嫌，甚至还会“误

伤”同名群众。随后，杭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回应，依据《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

法》，其公开这一批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的行为合规。5 月 16 日，杭州市 6 份以参与聚众淫乱为由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公示于浙江政务服务网后，再次引发网络关注，诸多学者、法律工作者对“聚众淫乱

者的个人信息和违法细节应否公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虽然同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活动引发的讨论，但上述两类处罚决定公开所引发的讨论重点有所不同。

在对公开“色狼”处罚结果的讨论中，公众关注的重点在于公开被处罚人完整姓名的举动是否合法，是

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问题。而在对公开聚众淫乱者处罚结

果的讨论中，公众关注的重点则更倾向于“针对聚众淫乱、嫖娼等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否公开”

这一问题，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问题。实际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问题涵

盖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方式问题中，实践中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和方式问题频频引发关注和讨论，

反映出现行法律法规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问题的规定尚不细致、该项制度的社会认可度以及功能的发

挥程度有待商榷等诸多现实问题，有必要对其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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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一种有效的规制工具被广泛使用[1]，并随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

的推进，作为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进一步推广，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大量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行为导致其出现了涉嫌侵犯个人隐私、

面临功能异化的风险等诸多现实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3.1. 缺乏统一标准，地方实践存在差异 

公众对于“公开被处罚人完整姓名是否合法、是否涉嫌侵犯个人隐私”“对聚众淫乱行为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是否有必要公开”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涉及到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和途

径等问题。 
检索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发现，无论是《行政处罚法》还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仅规定了“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但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处罚决定

公开的内容、方式和途径并未加以进一步的规定。也就是说，虽然《行政处罚法》最终明确了行政处罚

决定“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相对公开立场[2]，但对于哪些处罚决定属于“例外”，这些

“例外”的哪些具体内容应当以何种方式、通过什么渠道公开，需要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加以判断。

以浙江、上海、北京和广东四地为例，对比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情况：在上海，对卖淫

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属于公开范畴，而在浙江、北京和广东，此类处罚决定则属于公开的范围；

虽然浙江、北京和广东三地在公布卖淫嫖娼类行政处罚决定时都对被处罚人的姓名做了去标识化处理，

仅保留被处罚人的姓氏，但不同之处在于，北京和广东对公开的所有行政处罚决定中被处罚人的姓名都

采仅保留姓氏的方式，而浙江在公开猥亵等其余类别的行政处罚决定时则公布被处罚人的全名。可见，

实践中并非所有地域都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已有的相关

规定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范围施加了“具有

一定社会影响”的限制，但部分地区现行调整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地方政府规章并未及时将这一范围限

制纳入其中。这种未能及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以及不同地域规范不同的现状一方面不利于规范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中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社会争议，影响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公信力

的同时，不利于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3.2. 威慑效果过强，存在功能异化风险 

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本身蕴含着对行政相对人的负面评价，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将这种负面评价

公之于众，在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必然会对被处罚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当前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的即时性较强[3]，加之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受众更广，借助互联网平台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特别是公开敏感性较强、反道德色彩较重类型的处罚决定，极易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与

探讨，为被处罚人打上牢固的负面标签，甚至使得被处罚人“社会性死亡”，即使被处罚人真诚悔改，

或者行政处罚决定因本身的效力存在问题而被撤回，行政相对人也很难摘掉这些负面标签，改变公众对

其产生的负面印象。可以说，此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为被处罚人带来的惩戒已远远超出处罚决定本身对

其惩戒的程度，长此以往，这种持续性、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不仅将严重影响被处罚人改过自新的积极

性，使得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预防和教育目的随之落空，也会使得撤回已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意义大大

降低[4]。不仅如此，过度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威慑作用也会使得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这一“中立”的

政府信息公开活动掺杂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负面评价，随着“惩戒性”的不断增强，逐渐异化为通报批评

等声誉罚。所谓声誉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258


尹心韵 
 

 

DOI: 10.12677/ds.2023.95258 1912 争议解决 
 

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其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处罚形式”[5]。声誉罚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制

裁性”，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仅仅是将已经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处罚结果予以公开，是单纯的、无评价

性的信息公开活动，公开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对行政相对人的制裁目的。若通过公示行政处罚决定来制裁

当事人，将导致所有公开的处罚决定都附带声誉罚效果，从而架空声誉罚作为一个独立处罚类型的价值

[6]。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保障公众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6]。然而当前实践中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大多较为

机械和盲目，普遍存在处罚决定公开数量庞大、缺乏科学的分类和检索机制、公示内容“同质化”现象

明显等问题。这不仅会使得公众难以从海量的公示决定中筛选出真正重要的信息，限制了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中作用的发挥，还会使得公众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变得麻木，甚

至促使行政相对人在面临同样惩罚性后果的情况下选择实施危害程度更大的违法行为，进而获取更大的

利益[7]。正如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所言：“耻辱这种刑罚不应该过于经常地使用。因为，如果过于频繁

地借助舆论的实际效果，就削弱了它本身的力量。另外，这种刑罚也不应该一下子施用于一大批人，因

为，如果大家都耻辱，就成了谁都不耻辱了。” 
此外，无论是从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风险预防、公共安全警示的角度来看，行政处

罚公开的需求都不似刑事制裁公开那般急迫，其必要性明显弱于刑事制裁公开。在刑事制裁公开尚未如

此“铺天盖地”“大张旗鼓”的情况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即时性、普遍性和威慑性如此之强究竟是

否恰当值得商榷[8]。 

3.3. 蕴含利益冲突，容易侵犯个人隐私 

行政处罚决定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是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结果，是“行政机关在履行

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具有较强的公

共属性；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是针对具体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

信息，甚至是个人隐私。因此，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将会涉及到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三方

主体，处罚决定的公开中蕴含着公权力，行政相对人的名誉权、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的知情

权、监督权等权利之间的冲突，而这些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最终可以归纳为公共利益和个人

利益的冲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了涉及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由于行政处

罚决定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信息在内，倘若一味保护个人利益而不对其加以公开，则无法有效发挥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的功能，不利于阳光政府的建设；而若一味偏重满

足公共利益，将行政处罚决定不加筛选、不加处理地予以公开，则势必侵害到诸多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

益，这也背离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本身的目的。因此，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不能盲目、机械，需要对

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加以平衡，通过隐匿可识别性个人信息等方式保障满足公共利益的同时避免对个人

利益造成损害。然而实践中，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一刀切”现象仍然存在。多数情况下，行政处罚决

定都被不加区别、不加处理地实行公开，这从各地“适用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公开”的规定中

可以得到印证。尽管公共利益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非

在所有情况下个人利益都应该当然地让位于公共利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涉及的个人利益是否应当让

位于公众知情权等公共利益，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加以分析，倘若不加利益平衡便将处罚决定公开，或者

在公开处罚决定时不对其中蕴含的个人信息加以处理，那么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必然会对行政相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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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造成侵犯。而这不仅不符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本来的目的，也会对行政机关的公信力造成负面

的影响。 

4.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现实问题存在的原因 

尽管《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和规范，但实

践中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依然存在着地方操作标准不一致、面临功能异化为声誉罚等现实问题。探究这

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将为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加以改进提供依据。总体而言，导致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出现

诸多现实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功能理解的偏差，以及相关制度的供给不足。 

4.1. 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功能理解存在偏差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侵害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等个人权益、存在功能异化的风险等

问题，首要原因在于观念上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功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一方面，部分行政主体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之所以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是因为

其将进一步制裁行政相对人、限制其再犯，以及教育公众、预防犯罪当作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功

能。若想通过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实现上述功能，需要充分发挥传统耻感文化和声誉机制的作用[9]。公布

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恰恰能够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使得耻感文化和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

在当前社会治理任务较为艰巨的情况下，通过公布对典型个案的处理，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社会关注，

产生公共警示的效果，想要快速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这一高效的社会治理手段自然

成为了不二的选择。2022 年 7 月，江西赣州南康区一派出所在街头张贴了含有“失足妇女”照片，注明

这些“失足妇女”已被拘留，提醒群众不要在附近区域闲逛的告示牌。此事件受到舆论关注和探讨后，

南康区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称：金鸡派出所在打击整治涉黄违法犯罪活动中通过竖告示牌警示震慑违法

犯罪行为，工作方法简单，引发社会关注，告示牌已撤除。从情况通报中可以看出，金鸡派出所正是将

公开对卖淫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为了打击和预防涉黄违法行为的手段，利用对行政相对人声誉的影响

警示公众。这正反映出实践中行政主体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功能理解产生了偏差。 
另一方面，部分行政主体忽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和功能，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当作了一项单

纯的任务。这种“为了公开而公开”的动机，加上懒政的思想，极易使得行政主体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

时“一刀切”操作，不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布范围、内容和方式加以筛选、处理，更遑论对公开的行政

处罚决定进行科学分类，建立检索机制。 

4.2. 制度供给不足 

由于上位法中“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概念较为模糊，且欠缺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方式、

程序等事项的统一标准，实践中各个地区只能自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事

项加以规定，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规定不同，且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较大，有违平等、公正的价值。 
从现行规范来看，《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限定在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的范围内，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具体如何公开应当“依法”[10]，并对已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撤回和说明

理由作出了要求，除此之外，并未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内容、方式等作出规定，如何判断行政处罚决

定是否符合公开的条件需要行政主体自由裁量。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

不仅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规范，还应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渠道和时限要求

的规定，可以适用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然而，第十五条不仅没有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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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标准，还将个人隐私等个人利益是否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判断交给了行政主体自由裁量。第二十三

条至第二十五条仅仅是提供了可用于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渠道，是否所有渠道都适合公开行政处罚决定、

借助这些渠道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应当遵循哪些程序等问题仍未得到明确。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则促使行

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具备了较强的即时性，成为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威慑效果过强的诱因之一。 
除《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外，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活动作为国家

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活动的一种也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调整。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

仍然只是笼统规定了“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

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而未对具体的权限、程序和范围、限度作出

进一步的规定，有些令人遗憾。但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

照本法规定履行告知义务”能够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提供一定的程序借鉴。在公布行政处罚决定前增

加告知的环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行政主体的公开行为，使之关注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和必要性等

问题[11]，避免行政主体“一刀切”式公开。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五条等条款对处理敏感信息的方式等诸多内容的规定也为行政主体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提供了

诸多参考。 

5. 完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对策 

针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从改变观念和加强制度

供给两个角度入手，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予以完善。 

5.1. 明确制度功能，树立保障相对人权益的观念 

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个人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泛滥等问题，首先要从

观念上正确理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这一制度的目的和功能。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保障

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来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推进阳光政府建设[12]；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带来的风险警示、教育预防效果是该制度的附带功能；而声誉制裁则不是处罚决定

公开的法定目的。行政主体既不能为了实现社会治理而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制裁行政相对人和警示

公众的手段，本末倒置，也不能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本身当作目的，“为了公开而公开”，盲目、机械

地完成任务，每一份处罚决定的公开都应当是合目的的、能发挥功能的[6]。 
明确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功能，还要确立保护相对人权益的观念。之所以说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是一种特殊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正是因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起到的是“双重”的监督效果：通过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不仅社会公众和行政相对人能够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合理进行监督，

社会公众也会在无形中对受到处罚的行政相对人进行监督。正因如此，在注重建设阳光政府，保障公众

知情权、监督权的同时，也要重视对行政相对人的声誉等个人权益的保障，有节制地开展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活动，从而实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3]。 

5.2. 进一步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概念的模糊是导致实践中各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产生差异的重要

原因，借助行为标准进一步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概念能够有效约束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统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 
“有的行政处罚决定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13]，从立法目的来看，需要通过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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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公开来实现社会监督，并发挥警示、教育作用的行为，通常是对于公共利益具有较大危害、系统

性风险较高的违法行为[6]。因此，“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可以理解为对于公共利益具有较大危害，产生

的社会风险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借助“行为标准”予以判断。虽然“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也较难界定，

但通常而言，食品药品、公共卫生、产品质量、金融监管、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往往会对不特定

多数人造成潜在的风险和危害，对这些类型行为的处罚决定公开对于警示风险行为、公众监督行政执法

具有较大的意义。而对于聚众淫乱、卖淫嫖娼等道德色彩较重但多数时候仅是侵害了公共管理秩序的行

为，在社会公众已经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后果较为清楚，对打击、举报此类行为的配合度较高的情况下，

没有必要将此类行政处罚决定一律面向全社会公开，仅需将相关案件处理情况告知相关当事人即可。 
此外，学界有观点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可以借助主体标准，明星等公众人物具有较高

的社会关注度，其行为容易造成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模仿，因此基于公众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影响

力，针对公众人物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也应当予以公开[14]。然而，社会关注度只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

并非全部。虽然公开针对公众人物的处罚决定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发较高的关注，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

作用，但一方面，公众人物对于其隐私权的让渡是有限度的，对此类处罚决定的公开满足的更多地是公

众的知情权还是对于公众人物个人生活的窥探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公开对公众人物的处罚决定若要引

发较高的社会关注，往往需要以暴露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证实该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为前提，而此种

公开方式有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构成不合理地差别待遇之嫌，也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

敏感信息的脱敏处理等要求。 

5.3. 明确比例原则、区分处理原则的适用 

尽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和行为标准的引入有利于为行政主体判断行政处

罚决定公开的范围提供引导和规范，但由于实践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公开的范围，还是公开

的方式、渠道仍然需要行政主体发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有必要明确比例原则和区分处理原则在行

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的适用不仅应当体现在公开范围的选择上，更应当贯穿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全过程。首先，

在判断行政处罚决定是否符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要求时，要从“手段–目的”合比例性的角度

考量处罚决定的公开是否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公开后，在公开内容、渠

道的选择上也要符合比例原则，最大程度平衡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当处罚决定中部分信息的

公开将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时，应当优先选择不予公开，或采取隐匿可识别性信息等对

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的方式，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

益。公开渠道的选择同样如此，当在统一的政务平台公开即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时，则无需通

过微博等政务新媒体予以公开，但当行政处罚决定涉及的违法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公众的利益，需要尽快

警示社会公众，或者行政处罚所涉事件已经引发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时，则优先通过微博、报纸等时效

性强、关注度高的平台公开行政处罚决定。 
区分处理原则的适用主要体现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内容的选择上。由于行政处罚决定本身兼具政府

信息和个人信息，在对处罚决定进行公开时，要将二者予以区分，进行不同的处理。行政处罚决定中属

于政府信息的部分对于反映行政执法情况具有较大作用，对此部分信息尽可能完整地公开更有利于公众

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而属于个人信息的部分往往关联行政相对人的个人隐私、声誉、商业信誉等涉及

人格尊严的内容，对此部分信息的公开有必要遵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加密、

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进行处理，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涉及敏感信息的还有必要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

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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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制度功能，借助行为标准进一步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这

一模糊概念，将保障相对人权益的观念和比例原则、区分处理原则的适用贯穿于整个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活动中，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实践中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活动，降低其侵犯行政相对人个人利益的概

率，减少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活动异化为声誉罚的风险，更好地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制度功能，促进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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